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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

杨泽伟

摘 要  构造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既是为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有关学科建设

的指示精神，也是为了改变国际法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称

的状况，以及弥补我国涉外法治人才严重短缺的短板。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需要进

一步厘清涉外法、涉外法治、对外关系法、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以及涉外法学、国际法与

法学一级学科的关系。在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构造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构建国际法学

一级学科专业。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任务主要包括：弘扬国际法治理念、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构建提供法治保障，传播中国国际法观、提升中国国际法理念的国际影响力，提高运

用国际法的能力以及补齐涉外法治的短板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和推动国际法研究的理论

创新，则成为今后中国国际法学者的应然使命。未来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方向涉及架设国

际法与国内法沟通的桥梁、谨慎使用“涉外法学”名称，以及在国际法教育与研究中凸显中国

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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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法学总是一个需要不断重识的‘陌生的熟人’。”［1］（P97）国内法是如此，国际法亦然。近年

来，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建设问题日益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例如，2021年9月，《教育部对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第8342号建议的答复》中指出加强国际法学科建设和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对于协调推进国

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12月，《教育部关于加

快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实施意见》要求：“到2025年，形成与国家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学科专

业体系，建立以实践为导向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打造一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示范区……到 2035

年，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2022年 5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的

《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提出要以习近平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

为根本指引，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特别是学科体系建设方面要着力优化学科专业布

局；到2025年的发展目标是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迈出坚实步伐，学科、

学术、话语三大体系建设实现重大突破；到2035年，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总体形

成。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进一步强调：“持续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因此，探讨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

的构造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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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构造的原因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之所以需要构造，一是为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有关学科建设的指示

精神，二是因为国际法学科的地位与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三是因为我国涉外法治人才严重

短缺。

（一） 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有关学科建设的指示精神

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

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法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要不断推进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2］。2017年5月，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再次针对法学学科

体系建设问题专门强调，“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对于法治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我们在法学学科体系建设上

要有底气、有自信……努力以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作出贡献”［3］。上述习近平有关学

科建设的指示精神，不但在高等院校和哲学社会科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且为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

体系的优化和构造提供了重要契机。

（二） 国际法的地位与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称

众所周知，19世纪中叶近代国际法正式传入中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成为中

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必修课。20世纪80年代，国际经济法被确立为独立的法学二级学科。20世纪90年代

初，50多所高校开设了国际法（国际经济法）本科专业，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作为法学二级学

科独立招收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自1997年至今，国际法方向的3个二级学科被合并成国际法1个

二级学科。可见，在整个法学体系中，国际法的地位是较低的。

首先，盲目的学科合并导致国际法学科萎缩化。“学科设置的科学合理程度，能够直观地反映学科发

展水平和教育现代化的水平。”［4］（P13）国际法学科也不例外，合理的学科结构不但有助于推动中国国际

法学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而且也有利于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然而，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对《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修订，取消国际法本科专业，将原来分立

的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3个二级学科合并为国际法学1个二级学科，从属于法学学科门类

下的法学一级学科。可以说，国际法学科的合并，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数量，降低

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质量，多年来可能耽误了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其次，不科学的课程设置造成国际法学科被边缘化。一方面，2018年教育部发布高校法学类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明确将国际法作为所有法学专业本科生的核心必修课，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则作为高校

根据办学特色开设的专业必修课。更有甚者，在部分高校的法学课程设置中，国际法学科在整个法学专

业课程体系中处于不利位置，被视为可有可无的小众学科门类；还有高校将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部

门法长期定位为选修课，从而使国际法学科被严重边缘化。此外，近年来原有法学本科教育的14门课程

被改革为10+X的模式，这一改革使得国际法、法制史等学科受到了直接的冲击，很多高校将不可避免地

压缩了国际法的学时。另一方面，在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国际法分值所占的比重很小，国际公法、国际

私法和国际经济法3门国际法课程加在一起只有43分，它与民法、刑法、诉讼法等科目完全不在一个档

次上，被学生视为司法考试中的“鸡肋”。可见，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这种分值安排，直接影响了学生学习

国际法的动力和兴趣，进而影响优秀学生选择国际法作为未来深造的专业。总之，相较于国内法学科而

言，中国教育部门对国际法学科的重视程度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进一步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要

求不相适应。

最后，参差不齐的教材也影响了国际法人才培养。教材在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发挥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近年来，一些学者把自己主编的国际法教材或独立完成的国际法著作，不断予以修订、完

善，并多次再版，有些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学术精品。特别是，201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以曾令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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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海为首席专家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国际公法学》，该教材强调以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学习和研究国际法的理论指针①。然而，中国多数国际法教材不同程度地存在

过于追求体系和结构的完整，对知识的深度和实际应用度重视不够的问题。这就导致学生不重视国际

法的实际应用性，也使学生非常容易就得出“国际法无用”的错误结论［5］（P117）。此外，还有学者明确指

出，中国学者撰写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国际法教材和著作不多见［6］（P193）。

（三） 我国涉外法治人才严重短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不但为涉外法治领域输送了一大

批涉外法治人才，而且中国学者在各类国际组织中也颇为活跃，并在国际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例

如，倪征日奥、史久镛、薛捍勤相继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李浩培、王铁崖、刘大群先后出任前南斯

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法官；赵理海、许光建、高之国、段洁龙先后当选为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倪征日奥、黄

嘉华、史久镛、薛捍勤和黄惠康都曾担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等。然而，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还

存在如下的一些明显短板。

首先，真正能够熟练处理国际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数量不足。目前我国能够熟练从事涉外业

务的律师仅有7000余名，其中可以从事“双反双保”②业务的律师仅500余名，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

解决机制中独立办案的律师只有300余名［7］。况且，中国涉外法治人才还鲜有被聘为他国政府的法律顾

问或律师在国际司法机构出庭，也没有被指定为解决国家间争端的仲裁员。因此，我国还特别亟须培养

善于维护国家利益，在涉外立法、司法、执法、法律服务各环节的高层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服务于“一带

一路”建设、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制的高素质专门法治人才；培养国有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需要储

备的涉外法治专业人才等。

其次，中国在对联合国组织系统的人才输送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劣势。虽然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

中，曾经有4个专门机构的负责人是中国人，中国成为出任联合国专门机构负责人最多的国家，但是根据

中国对联合国的会费贡献和地域分配原则，联合国系统中的中国籍国际职员实际比例远低于其应占比

例，高级职位数量也偏少，代表性严重不足。据统计，在联合国秘书处中，2021年中国籍职员只有 548

人，占总人数的1.5%，仅为美国的22%、英国的70%。另外，目前联合国秘书处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级

的高级岗位共有150多个，但中国仅占1席［8］（P8-9）。中国在联合国系统中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在某程度

上反映了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人才储备方面的欠缺。

最后，我国法学教育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重视程度不够。如前所述，20年多前国际法本科专业被取

消，近10年国际法学科不断被压缩、国际法课程日益减少，弱化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质量。从2018年开

始，教育部会同中央政法委又联合启动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引导高校积极构建涉外法治人

才培养新格局；2021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培养项目的通知》，

并选取15所高校实施涉外律师研究生培养项目；同年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加快高校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的实施意见》要求建设50个左右的涉外法治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加大面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涉

外法治人才培养力度。虽然上述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因为规模小、投入少、政策灵活性大，效果

并不明显。据教育部统计，目前以国际法为特色的在校本科生只有1.9万人，过去3年全国只授予国际法

专业的博士学位421人，硕士学位3326人，这远不能满足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需求［9］（P8）。可见，

构造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大力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破解现有人才瓶颈的迫切需要。

① 该教材于2018年推出了第2版，2022年出版了第3版，2023年年底将出版第4版。

② “双反双保”是指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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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构造需要厘清的两组关系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需要进一步厘清以下两组关系：一是涉外法、涉外法治、对外关

系法、国内法与国际法，二是涉外法学、国际法学与法学一级学科。

（一） 涉外法、涉外法治、对外关系法、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概念与关系

涉外法、涉外法治、对外关系法、国内法与国际法，这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颇为复杂。

第一，涉外法与涉外法治。国内学术界专门对涉外法予以界定的并不多见，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

为：“关于涉外法，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上进行理解。广义上，一切具有涉外因素的法律与规范都属于涉外

法。狭义上的涉外法则是涉及一国对外相关事务的法律与规范。从实践定位来说，涉外法治对应的是

狭义上的涉外法。”［10］（P268）学术界对涉外法治的讨论较为热烈，但公认的定义也尚未出现。例如，有学

者指出，所谓涉外法治从根本上讲是指一个国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涉及该国的涉外事务，包括

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方方面面［11］（P8）。可见，上述定义基本上把涉外法纳入国内法的范畴，并

且一般均把涉外法治理解为国内法治的对外拓展。

第二，对外关系法。国内有学者认为，对外关系法是指为调整一国与外界（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境

外实体、个人）互动关系的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对外关系法关涉国际法也关涉国内法， 但并不是

“国际法+国内法”的同义词，不以一般国际法和国内法为研究对象［12］（P85）。而国外有学者认为，对外关

系法是每个国家规范该国如何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国内法［13］（P3）。由上可见，对外关系法既被看作国内

法，也被视为涉及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特殊法律体系。

第三，涉外法、涉外法治和对外关系法均属于国内法而非国际法。不可否认，无论是涉外法还是对

外关系法，均与国际法是两个密切联系的学术领域；国外也有学者把对外关系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予

以讨论［13］，或者经常把对外关系法放在宪法或国际法领域进行研究［14］（P23）。然而，涉外法、涉外法治和

对外关系法在本质上均属于国内法，因为无论是有关国内法中规定涉外法律关系的涉外法、用法治思维

处理涉外事务的涉外法治，还是调整一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对外关系法，虽然都与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

用、国际习惯在国内法上的效力等问题有关联，但是其法律依据均为该国的宪法或国内相关的法律，其

适用范围也是以本国域内适用为主；而国际法是各国公认的、主要用以调整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各种规

范，其约束力来源于各国意志之间的协调，其适用范围也不局限于某个国家，而是具有普遍性。可见，涉

外法、涉外法治、对外关系法与国内法、国际法的关系是比较特殊的。

第四，中国日益重视涉外法、涉外法治和对外关系法的原因。一方面，近年来美国对国际法采取实

用主义的立场更加明显，“合则用、不合则弃”［15］，美国政府更愿意通过其国内法处理对华关系。例如，美

国政府依据所谓“301条款进行调查”，先后三轮对中国输美约3600亿美元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对华发动

大规模贸易战；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动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和制裁华为，在世界范围内胁迫别国禁止华

为参与当地5G网络建设等。美国的这些做法加大了中国利用国际法解决中美两国间分歧的难度，从而

迫使中国更多地运用国内法处理对外关系。这是促进中国日益重视涉外法、涉外法治和对外关系法的

一个重要外部因素［16］（P30）。另一方面，完善中国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既是阻断和反制外国法不当域外

适用的客观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步骤。因此，在中美博弈过程中，中国

政府空前重视国内法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专门制定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

当域外适用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国家豁免法》等法律法规，加快构建中国法域外适用体系。

（二） 涉外法学、国际法学与法学一级学科的关系

鉴于中国日益重视涉外法、涉外法治和对外关系法，因而近年来实务部门和理论界出现了将涉外法

学设置为一级学科的新提法，并认为涉外法学包括涉外国内法、外国法（国别法）、比较法和国际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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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将涉外法学列为法学一级学科不但不具科学性，而且不利于加强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甚至背离重

视国际法研究和运用的共识。

首先，涉外法不是一个蕴含严谨内涵和外延的科学概念。众所周知，每一个主权国家的多数部门法

均有规范涉外关系的法律制度，学术界一般把这些法律制度称为对外关系法，但对外关系法的本质是国

内法的一部分。可见，涉外法是从主权国家的本国立场来讲的，涉外法不能准确地指称外国法、比较法

和国际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单设涉外法学，就与目前的法学一级学科的关系难以厘清，因为二者的

研究内容和方法都比较相近。可见，将涉外法学从法学一级学科中单列出去，既没有科学性，也不便落

实推进。

其次，不能因强调涉外法治、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而简单类推用“涉外法学”表达一级学科名称。“法

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比“法”“法学”的概念更丰富。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涉外法治建设中具有

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的地位和作用。2019 年2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指出，要加快

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加强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毫无疑

问，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战略有其现实紧迫性与科学性。然而，一个学科名称必须反映其基本性

质、体现其主要内容、彰显其国际共识。因此，只能用“国际法学”而不用“涉外法学”来表达与法学（主要

指国内法学）并列的一级学科名称。

再次，以涉外法学取代或涵盖国际法学，不利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统筹推进国内法治

和涉外法治不但要重视本国法的域外适用，而且要进一步加强国际法的研究和运用。国际法研究和运

用能力的增强，有助于正确处理本国法与外国法关系，更好地推动中国法的域外适用。然而，国际法是

各国协调意志的产物，中国作为国际法律秩序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可以影响、推动国际法的制定，但无法

统筹、谋划和主导国际法的发展进程。此外，假如将涉外法学设置为一级学科，就有可能出现当下法学

二级学科均在不同程度上被贴上涉外的标签，其结果是一哄而上，所有学科都要加强，重点难以突出，国

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也最终无法统筹。

最后，采用“涉外法”术语不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法话语权。国内法与国际法虽然是两个紧密

联系的法律体系，但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其规范对象迥异。各国法学界通常把法律分为国内法与

国际法，而把法律分为国内法与涉外法的比较罕见。况且，对于“Foreign Law”的翻译一般都认为是“外

国法”；而如果我们用“Foreign-related Law”指代涉外法，也不够准确和贴切。因此，如果我国把涉外法作

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就很难与世界各国法律教育开展有效的对接，进而可能影响我国对外法学交

流和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法话语权。因此，“涉外法”不是世界各国法学界通用的术语，采用“国际法”术

语更为恰当。

总之，无论是就学科设置的科学性而言，还是从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出发，均不宜将涉

外法学列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而是应当将国际法学列为法学一级学科，以突破国际法研究和运用

的瓶颈，从而推动中国国际法学的繁荣发展。

三、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构造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主要涉及国际法学成为法学一级学科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国

际法学的理论概念体系及其主要研究方向等。

（一） 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我国目前设置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

和艺术学13个学科门类。在法学学科门类中，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安学

6个一级学科。法学学科门类下的6个一级学科只有1个法学一级学科，其他5个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法学学科，与经济学（含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2个一级学科）、教育学（含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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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文学（含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3个一级学科）、历史学（含考古学、中国

史、世界史3个一级学科）、管理学（含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

档案管理5个一级学科）等学科门类相比，显得极不平衡。这种情况极大地弱化了法学学科专业在整个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极不利于专门培养涉外法治人才［17］（P9）。因此，应将国际法学确立为法学学

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事实上，加强国际法学科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提升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和全球治理领域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必然选择。

第一，国际法成为法学一级学科是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关键步骤。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提高我国参

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参与全球治

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

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然而，目前国际法学科的现状，不但难以落实上述指示精神，而且也不利于尽

快弥补涉外法治人才的不足。

第二，国际法成为法学一级学科是实现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明确提出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国际法如果成为法学一级学科，不但有利

于进一步推进中国涉外法治体系建设，而且能助力打造中国的国际化、法治化和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进

一步增强中国市场的对外吸引力和影响力，最终形成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设立国际法一级学科还可

以进一步彰显中国的大国形象与责任担当，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法话语权。

第三，国际法成为法学一级学科有助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已基本形成，但是涉外法治建设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如涉外法治的立法工作比较滞后、涉外法治

的执法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涉外法治的司法公信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等。国际法如果成为法学一级

学科，不但有助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应对中美战略博弈，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运用国际

法维护国家权益的巧实力，并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制度化。

（二） 设置国际法一级学科的可行性

国际法一级学科的设置，既有理论指引，也有实践基础。

第一，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新设国际法一级学科提供了引领指导。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召开的

中央全国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习近平用“十一个坚

持”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和战略部署，深入回答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系

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

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8］上述思想

为新设国际法一级学科提供了指引。

第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领导协调为新设国际法一级学科明确了工作重点。中央全面依

法治国委员会已明确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最迫切的需要，并进一步要求完善涉外领域立法、

强化涉外法律服务保障、服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等。新设国际法一级学科作为这些重点工作的基础

性与先导性工程，是必须优先完成的任务。

第三，改革开放40多年的法学教育成果为新设国际法一级学科提供了基础条件。经过40多年的国

际法与涉外法律教育，我国已拥有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基本成型的课程体系、形式多样的培养模式和

不断开放的国际合作平台。例如，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专门设立了国际法学院，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

学院等专门成立了国际法研究所，目前我国从事国际法教学的教师人数至少在1000人左右，全国有630

多所高校依法依规开设法学本科专业，其中国际法（含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是法学一级学

科下的二级学科，全国共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55个、硕士点149个，均可培养相关国际法人才。此外，

已在法学一级学科下设置国际法学二级学科博士点36个、二级学科硕士点86个。这些基础完全能满足

我国新设国际法一级学科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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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为一级学科的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理论、概念体系

按照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第

7条的规定，一级学科是具有共同理论基础或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集合，须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形

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应有若干可归属的二级学科；应得到学术界的普

遍认同，在构成本学科的领域或方向内，有一定数量的学位授予单位已开展了较长时间的科学研究和人

才培养工作；社会对该一级学科人才有较稳定和一定规模的需求。然而，国际法以国际性法律规范、法

律关系和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现有3个二级学科，是国际公认的与国内法相对

应的独立学科，“十四五”规划时期我国对国际法人才的需求数量以十万计，完全符合我国上述法律的规

定要求。

其一，研究对象。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国际性法律关系、法律规范。国际性法律规范既包括

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国际商事惯例）、一般法律原则、国际司法判例和国际组织决议，也包括国内法中的

涉外规范等。

其二，理论体系。作为法律的一个特殊体系，国际法学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且涵盖了不同

层次、不同领域，如：国际公法理论、国际私法理论、国际经济法理论；冲突法理论；自然法学派、实在法学

派、格老秀斯学派、规范法学派、政策定向学派；一元论、二元论、结构平衡论；意志协调说、法则区别说、

法律关系本座说、属地学说、既得权说、本地法学说、政府利益分析说、最密切联系说等。

其三，概念体系。国际法学的概念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组核心概念：渊源概念，如国际条约、国际习

惯、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国际组织决议等；主体概念，如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

司、个人等；客体概念，如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国际海底区域、南北极地区、外层空

间、网路空间等；权利概念，如主权、管辖权、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豁免权、人权等；义务概念，如不干

涉内政、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国际合作、国家主权平等、善意履行国际义

务、约定必须信守、尊重人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等；责任概念，如国家责任、国际组织的责任、国家

的刑事责任、个人的刑事责任、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保护的责任等。

（四） 国际法学的二级学科及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法学的二级学科可以设国际法法哲学、国际法史、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国际刑法、

国际商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争端解决法、对外关系法等。上述国际法学二级学科的研究方向可以初步

设计为：国际法法哲学包括国际法的本体论、国际法的方法论、国际法的价值论、国际法的辩证法、国际

法的遵行机制、国际法的中国理论等［19］；国际法史包括国际法制度史、国际法学说史、国际法编纂史、国

际私法史、国际经济法史；国际公法包括国际公法原理、国际组织法、条约法、国际人权法、领土法、海洋

法、空间法、外交与领事关系法、武装冲突与国际人道法、国际能源法、国际卫生法、网络空间法等；国际

私法包括国际私法原理、国际民事冲突法、商事冲突法、海事冲突法等；国际经济法包括国际经济法原

理、WTO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知识产权法、国际税法等；国际刑法包括国际刑

法基本理论、国际刑法总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国际刑事审判、国际刑事程序法、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法

等；国际商法包括国际货物买卖法、国际货物运输法、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法、海商法等；国际环境法包括

国际气候变化法、国际水法、国际生物多样性法、国际海洋污染控制法、两极地区环境保护法、外层空间

环境保护法、国际废物管理法、国际危险物质和活动管理法等［20］；国际争端解决法包括国际司法制度法、

国际投资仲裁法、国际民事诉讼法、国际商事仲裁法、国际商事调解法、中国与国际争端解决等；对外关

系法包括主权豁免法、国际法的国内实施、国内法的域外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研读、《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研读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为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我国国际法学者提出将国际法学由二级学科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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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级学科来建设，逐步获得社会广泛共识①，教育部也正在筹划、推进相关工作。

四、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的任务

弘扬国际法治理念、传播中国国际法观、进一步明确国际条约在中国国内法的地位、提高运用国际

法的能力以及补齐涉外法治的短板是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的主要任务。

（一） 弘扬国际法治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法治保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新

时代中国国际法观的核心价值，是中国对国际法的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21］（P20）。因此，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构建提供法治保障，应当是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的首要任务。

第一，弘扬国际法治理念有助于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众所周知，2015年七国集团首脑

会议后发表的宣言声称，七国集团致力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秩序与海洋秩序。这是欧美大国

首次使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其实，欧美国家的这一论调旨在

滥用其国内法以维护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和既得利益，以最终削弱甚至取代以《联合国宪章》为

基础的国际法。正如习近平于2021年9月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讲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世

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22］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首

先明确提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第二，弘扬国际法治理念是我国应对风险挑战的需要。一方面，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欧美国家

的个别“智库”发布一些言论，渲染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还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相提并论。另一

方面，单边制裁的非法性进一步凸显。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全面的制

裁，特别是美国的一些顶级跨国公司如星链、谷歌、微软、苹果、通用、波音、GE全部参与了对俄制裁。从

国际法角度看，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相关制裁并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并不符合《联合国

宪章》的规定。尤其是有关国家还滥施“长臂管辖”，威胁第三国配合落实制裁，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可

见，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运用国际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以应对。

（二） 传播中国国际法观，提升中国国际法理念的国际影响力

毋庸讳言，“中国的国际法实践稀为世界各国国际法学界所知，更谈不上在国际上广为传播”［23］

（P1）。然而，一国的国际法观只有获得国际社会的呼应和认可，才更具实际意义。因此，进一步加强中

国国际法观在国际社会的传播，无疑是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的重要任务。

第一，进一步提炼中国国际法观的核心价值和主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就国际法问

题作出重要论述……引领了中国在国际法领域的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观。”［21］（P7）

中国国际法观的价值取向主要来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国际法的核心理念，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主

权平等、和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等。而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观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既植根于中国悠久的传

统文化，又来源于长期以来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实践，同时还对相关的实践起到指引作用。

概言之，中国国际法观的主要内容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相互尊重、

平等独立”的国家主权观、“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相结合的整体人权观、“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

和平与安全观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等。

第二，充分拓展中国国际法观的传播路径和方式。一方面，应利用国际社会共有的国际法治的共性

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国际法观，首先是要让外国人听懂，听得懂是传播中国国际法观的前

提［24］。另一方面，用多元化的方式传播中国国际法观。例如，通过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等国际立法平

① 2022年7月15日，武汉大学推荐增设国际法本科专业，并进行了公示；2023年武汉大学正式设立国际法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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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在议题设置、约文起草和缔约谈判中纳入中国国际法观；在联合国主要机构和联合国专门机构等多

边舞台以及欧盟、东盟等区域场合宣介和阐释中国的国际法观；在国际司法、外国司法和中国司法判例

中凸显中国国际法观；在国际习惯的塑造中再现中国国际法观等。

（三） 进一步明确国际条约在中国国内法的地位

在我国现有法治体系中，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中的地位和效力一直未能明确，这是当前涉外法治工作

战略布局中的短板，也是涉外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25］（P15）。关于国际条约在我国国内法

上的地位问题，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然而，从相关的实践来看，我国的做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很多部门法明确规定了国际条约在我国的效力和适用。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6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

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适用国际条约规定的

原则，实际上是我国国内法关于国际条约适用问题的一项通常做法①。我国的许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第二，根据国际条约制定新法规或修改国内法。例如，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

关系公约》，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

例》，并且相应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条规定：“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

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综上可见，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除声明保留的条款外，在我国具有法律效力；在我国缔结或

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我国国内法规定不一致时，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中处于优先地位。

（四） 提高运用国际法的能力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国际（准）司法机构的态度更加积极。一方面，就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

制而言，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完全从“门外汉”成长为“优等生”。另一方面，中国政府

开始主动参与了国际司法机构的相关程序。例如，针对国际法院“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咨询意见案”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o），中

国深入参与该案的审理过程，于2009年4月16日提交了书面意见。这是新中国首次参与国际法院司法

活动，具有重要意义［21］（P21）。又如，2023年9月15日，中国政府代表在国际海洋法法庭涉气候变化咨询

意见案（ “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by the Commission of Small Island Stat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Law， Request for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to the Tribunal”）口头程序中进行

陈述，阐述中国关于管辖权和有关国际气候变化法以及国际海洋法问题的立场和主张。由上可见，中国

政府已经迈出了谨慎参与国际（准）司法活动的重要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加强国际法研究和

运用；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国际法运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2020年，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

“要加强国际法治领域合作，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提高涉外工

作法治化水平。”［26］因此，提高运用国际法能力，也是新时代构造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重要一环。为

此，应进一步加强涉外立法能力建设、提升涉外司法能力、增强涉外法律服务能力等。

此外，强化涉外法治（国际法治）的实践教学也是提高运用国际法能力的关键步骤。对此，中国国际

法学会会长黄进教授明确指出，应建立法学院校与涉外政府部门、涉外司法机关、涉外企业、涉外法律服

务机构等涉外法治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协同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切实有效的涉外法治实

务部门与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吸收涉外法治实务部门的专家实质性地参与涉外

①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国际条约在中国的效力和适用问题，缺乏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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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人才培养；持续支持我国法科大学生和研究生到国际司法、仲裁、调解、法律服务等国际组织实习实

践；在国际法学术实力较强的高校，如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厦门大学

等，建立专门的“涉外法治（国际法治）人才培养基地”等［27］。

（五） 补齐涉外法治的短板

涉外法治在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之间发挥着桥梁纽带、互动融通的作用，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重要支点［25］（P19）。

第一，加强涉外法律体系建设。早在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中就明确指出，要“适应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28］。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是

补齐涉外法治短板的重要步骤。一方面，加快出台相关的涉外立法，如《反干涉法》《外国代理人法》《海

洋法》等；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域外适用、国际刑事司

法合作等内容。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完善涉外法律法规的优先方向，如鉴于中国的海外利益日益扩

大，尽快制定海外投资法律法规、健全海外投资风险预警制度、援外制度等。

第二，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首先，就立法而言，加快制定涉外立法的战略规划，推

动我国法域外效力的立法体系建设，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立法中确立域外效力条款，如考虑将《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第2条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对我国产生实质性后果的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等［29］（P34）。其

次，从执法来看，我国行政机关要积极稳妥执行具有明确域外效力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健全现有法

律域外适用的标准和程序，通过建立多边、区域和双边机制，加强国际执法合作。最后，在司法方面，通

过在司法实践中妥当解释和适用法律、及时公布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积极参与国际司法协助和跨国

司法对话等手段，进一步加强国内法院在域外适用中的作用［30］（P141）。

第三，阻断和反制外国法的不当域外适用。首先，进一步完善我国阻断和反制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

的法律体系。虽然迄今我国已颁布实施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

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法规，但是相关规定比较笼统、操作性不强。其次，进一步

提升我国行政机关有关“阻断和反制外国法的不当域外适用”的执法水平，避免给国际社会以“中国围绕

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进行的制度建构不过是立场宣誓”［31］（P50）的错误印象。最后，进一步

加强我国法院在“阻断和反制外国法的不当域外适用”中的作用。今后我国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应充分利

用“需求响应机制”［32］（P10），基于外交、海洋、国防等国家大局需求，利用相关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宣示中

国有关“阻断和反制外国法的不当域外适用”的立场，从而阻断或促进相关国际习惯、国际法基本原则和

规则的形成。

五、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推动国际法研究的理论创新，是新时代的中国国际法学者肩负的两大主要

使命。

（一）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涉外法治人才的标准。涉外法治人才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标准？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例如，

黄进教授认为，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知识是涉外法治人才必须具备的核心知识理论、核心实践能力和核心

专业素质；涉外法治人才应该是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和国际型的法治人才，首先要夯实法学基本知识

理论基础，学会中国国内法，同时要强化外语、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经济与贸易、世界历史、跨文化

交流等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养［17］（P9）。可见，涉外法治人才应具备国际法与国内法知识、外语能力以

及跨学科知识等。

第二，初步建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系统工程。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顶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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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2021年2月，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法部律师工作局发布了《关于实施法律硕士专业

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培养项目的通知》（教研司［2021］1号），该通知提出我国亟须“培养一大批通晓国

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律师人才”。2021年12月，《教育部关于加快高校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的实施意见》要求支持涉外法治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扩大涉外法治相关学科专业学生规模，加

强涉外法治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加强涉外法治理论研究与应用（教高［2021］3号）。因此，有必要根据

近年来部分高校实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专项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

另一方面，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例如，坚持差异化发展道路，结合高等院校的学科优势或不同

类型，侧重不同的法学院，确定各类层次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功能定位；进一步完善“国内—海外合作

培养”机制，加强中外联合办学，拓宽与全球高水平大学合作的交流渠道；加强涉外实务部门、涉外律师

事务所、涉外企业与高等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实务部门与法学院校之间的联合培养人才工作机制

能够进一步畅通等。

第三，实施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如前所述，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中国籍国际公务员人

数偏少、级别偏低、占据的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不多。未来，我们应积极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输送人才，

实现量的突破和质的飞跃。一方面，派遣和鼓励更多中国年轻人才进入联合国系统工作，尤其要重视占

据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这既可以弥补中国在联合国系统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也有利于展现中国的软

实力，把中国的文化和理念融入联合国工作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联合国现有的输送培养

国际人才的渠道。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和社会事务局均设立了初级职业官员项目，专门培养

年轻的专业人员（P1/P2级别），一般50%的初级职业官员项目官员都留在了联合国系统［33］（P489）。我国

应大力支持本国年轻人参与此类项目。

（二） 推动国际法研究的理论创新

推动国际法研究的理论创新，既是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者的应有使命，学者们也具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

第一，加强国际法的基础研究。国际法基本理论是国际法学的基础和核心，也是建立一个法律体系

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有一定深度和难度的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国际法基本理论问

题一直是中国国际法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事实上，对国际法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程度是衡量一国国

际法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加强国际法的基础研究，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

面，应有组织地对一些最基本的国际法理论问题，如国际法的理念、国际法的方法论、国际法的价值论、

国际法的认识论、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法的渊源以及国际法各分支的一些

理论问题等，展开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应重视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正在编纂的议题，从

更长远角度参与国际法的发展。众所周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是联合国负责编纂工作的主要机关，其

职能是促进国际法的编纂与逐渐发展。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所有成果，无论是否公约性成果，都对国

际法的发展产生长远影响，特别是有助于查考习惯国际法的证据。可见，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正在编纂

的议题，是推动国际法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目前，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正在讨论、研究的议题主要有：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关于国家责任方面的国家继承、一般法律原则、与国际法有关的海平面

上升、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争端的解决、防止和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确定国际法规则的辅

助手段、无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等，这些均可成为中国国际法学界基础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二，跟踪国际法的学术前沿。国际司法机构的裁决，既是国际法的辅助渊源，也对国际法规则的

认证和解释，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国际法的发展。因此，国际司法机构的重要判决和动向，值得关

注。一方面，从国际法院的历史发展来看，国际法院的一些判决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1951年12月国

际法院在“英挪渔业案”（the Anglo-Norwegian Fisheries Case）的判决中指出，在划定领海基线时，除了应

考虑地理上的因素外，还可以考虑有关地区的特殊经济利益；1958年制定的《领海及毗连区公约》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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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规则。另一方面，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目前正在审理或裁决的案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

际法发展的新动向或代表了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例如，在2021年“索马里诉肯尼亚案”（Maritime Delim‐

it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Somalia v. Kenya）中，国际法院以中间线为基础划定最终界限，并且首次在一

方不出庭情况下划定两国的海洋边界，无疑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国家同意”的门槛。又如，在2022年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Alleged Violations of Sovereign Rights and Maritime Spaces in the Caribbean 

Sea， Nicaragua v. Colombia）中，国际法院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涵盖了习惯国际法，因而能

够对非缔约国哥伦比亚直接适用，从而大大强化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地位。

第三，为中国对外政策或外交实践提供前瞻性的理论支撑。曾有学者指出：“与传统国际法强国相

比，我国运用国际法的意识、经验、能力和机制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21］（P20）因此，中国需

要积极、深入且高水平地认识、发展和运用国际法。通过推动中国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为中国对

外政策或外交实践提供前瞻性的理论支撑，既是对中国国际法学者的客观要求，也是新时代的呼唤。一

方面，国际法对一国外交政策的支撑作用尤为重要。国际法乃国家发展之制度重器，各主权国家均把国

际法作为处理包括贸易、金融、投资、安全、文化和科技等众多国际事务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工具［34］

（P124）。另一方面，从国际法的历史发展来看，欧美国家的国际法学者积极为本国外交政策提供理论支

撑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如荷兰的“海洋自由论”“大炮射程说”，厄瓜多尔的“托巴主义”，墨西哥

的“艾斯特拉达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国际法”学说，马耳他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美国的“政策

定向说”和“预防性自卫”理论，加拿大的“保护的责任”理论等。虽然上述国际法理论或学说无论在当时

还是现在都存在争议，但是它们对国际法发展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六、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方向

架设国际法与国内法沟通的桥梁、谨慎使用“涉外法学”名称以及国际法的教学与研究应凸显中国

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是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方向。

（一） 架设国际法与国内法沟通的桥梁

长期以来，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国际法学界争论激烈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各国对外交往

和国际法实践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更是中国国际法学未来发展的重要命题。因此，架设国际法与国内

法沟通的桥梁就显得特别关键。

第一，国际法与国内法交流不畅的问题是法学教育和实践中的“顽症”。首先，国际法学者与国内法

学者对国内诸多法律问题的看法存在观察视角的差别。一般而言，国际法学者的视野相对较为开阔，经

常会从国际法、比较法和外国法的角度来思考，重点分析国际法和代表性国家的国内法是如何规定的；

而国内法的学者较多从纵向或国内的现状着手进行探讨。视角的差别往往容易导致观点的迥异：国际

法学者可能认为国内法学者的视野狭窄，国内法学者则反击国际法学者不了解国情，从而进一步加深了

二者的隔膜。其次，国际法学者的国内法基础有待进一步加强。虽然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最终落脚点为

“中国依归”，但是在国内法的体系和内容日益繁杂、有关研究成果更加精细的背景下，国际法学者有关

“中国依归”的对策建议可能是“想当然”或者有“蜻蜓点水”之嫌。最后，国内法学者对国际法的理解也

有待进一步加深。鉴于国内法在国内就业市场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社会的矛盾冲突此伏彼起，国内法

学者不但有一种天然优越感，而且“国际法无用论”的心态也始终存在。事实上，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关

系的理想状态是，以“及时了解、分析和掌握全球治理中国际立法的规则、立法发展趋势和基本特征”［35］

（P98）的国际法研究成果，为国内立法和司法提供源泉和养分；国内法则通过国际法发挥其在国内和国

际关系中的作用［5］（P123）。

第二，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国家利益的日益拓展，要求重视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更要主动发挥国内

法对国际法的影响。众所周知，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是晚近国际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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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6］（P35-37）。一方面，中国是国际法律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日益重视利用国际法规则来维

护国家利益。因此，重视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既是维护国际法律秩序、善意履行国际法义务的客观要

求，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应有担当。另一方面，主动发挥国内法对国际法的影响，既是欧美大国的

成功经验，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进一步提升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步骤。综上所述，统

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加强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互动，是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未来发展的重要

面向。

（二） 谨慎使用“涉外法学”名称

本文建议谨慎使用“涉外法学”名称，主要是考虑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采用“涉外法学”容易误入“国内法优先说”的陷阱。“国内法优先说”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

初，最早出现在德国，其思想来源于黑格尔的国家绝对主权理论。“国内法优先说”主张国际法与国内法

同属一个法律体系，在此体系中，国内法优于国际法，国际法从属于国内法；国际法是国家依主权所制定

的国内法中的“对外关系法”。“国内法优先说”的实质是否定国际法，是霸权主义的真实写照，过去的纳

粹德国、现在的美国奉行的就是这一学说。虽然我们讲“涉外法学”当然不能与它相提并论，但是也容易

使人误解为我国亦主张“国内法优先说”。

其次，采用“涉外法学”也容易造成我国在对外关系中采取单边主义的困惑。当前，部分国家奉行的

单边主义做法严重冲击了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在2019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时再次强调：“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

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7］在“涉外法”概念下说国际法、讲国际法治不仅令人费

解，也容易让国际社会误以为中国像美国一样采取单边主义做法，将国际法纳入中国法体系之下，或者

用国内法取代国际法。

最后，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支持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不宜从涉外法的立场上看待和解读国际法。

如果在学科上把国际法置于涉外法的概念之下，别人可能误解为中国将国际法纳入中国法体系之下。

由上可见，采用“涉外法学”还是“国际法学”不单单是一个名称选择问题，它对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开展国际合作、应对国际竞争、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都有实质性

的影响。

（三） 国际法的教学与研究应凸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

国际法的教学与研究应凸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既有现实基础，也有重要意义。

首先，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国际法实践较为丰富，且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无论是19世纪下半叶

清政府对国际法的初步运用、还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废约运动及对联合国创立的贡献，都是国际法发

展史上的精彩华章。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外交在条约法、国家豁免、承认与继承、国家责

任、国籍问题、国家领土、海洋法、国际环境法、气候变化法、国际人权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国际司

法协助等国际法领域积累了大量精彩的实践案例。这既是中国国际法理论的源泉，也为中国国际法教

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其次，中国国际法的理论研究既需要宏大的战略性思考，也需要微观的理论探索。例如，鉴于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影响和突出地位，从宏观战略层面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基础、国际法

保障和国际法路径等相关的重大国际法问题，是国际法学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同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多年来对现代国际法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如意志协调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地位、逆条件的

承认理论、国家豁免问题、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关系等，进行系统总结和深入探索，既

能体现中国国际法学的特色，而且有助于提炼、形成中国的国际法观，从而进一步丰富国际法理论。

最后，全面梳理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涉外或与国际法有关的案例，是确立进取型管辖权体系、统筹推

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重要步骤。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司法进步的步伐，中国法院先后判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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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了多起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力的涉外商事和海事案件。例如，2014 年厦门海事法院有关“闽霞渔

01971轮”船舶碰撞案的判决，彰显了我国对钓鱼岛海域的司法管辖权。此外，中国司法机关对 《承认及

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相关条款的解释，为该公约的适用和进一步完善提供了诸多经验。上述我国的

司法实践，不但体现了中国法治建设对国际法的贡献［32］（P10），而且为中国法院在未来确立进取型管辖

权体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服务和保障 “一带一路”建设

以及海洋强国战略。例如，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

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文件。特别是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国际商事法

庭”，之后还在深圳市和西安市分别设立了“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和“第二国际商事法庭”，上述商事法庭

均受理当事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案件。所有这些，不但有助于宣传展示我国司法的立场和成就、提高

我国对外关系领域的法治化水平，而且有利于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进一步促进中国国际法观

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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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System For 
China's International Law in New Era

Yang Zewei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law discipline system in New Era is not only to 

further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instructions 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but also to 

change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entire legal system, which is not commensurate with China's sta‐

tus as a world power, and to make up for the serious shortage of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talents in our 

country.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law discipline system need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foreign-related law,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foreign relations law, domestic law and interna‐

tional law;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related law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law discipline and 

the first-level disciplines of law.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way in reconstruct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law 

discipline system is to construct a first-level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task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future mainly include: promoting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to provide a leg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disseminating China's view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he China's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mproving the abili‐

ty to use international law, and making up for the weakness of the rule of law in foreign-related matters. The 

cultivation of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talents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research have become the due miss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law scholars in the future. The develop‐

ment direc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law discipline in New Era involves building a bridge between interna‐

tional law and domestic law, using the name "foreign-related law" cautiously, and highlighting China's inter‐

national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law.

Key words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law;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foreign relations law; interna‐

tional rule of law;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dependent knowl‐

ed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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